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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企业出口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尚缺乏严谨的因果识别和发展中国家的直接

证据。 本文利用 １９９８—２００７ 年中国微观企业污染排放和工业企业的匹配数据， 选

取工业废水、 二氧化硫和烟尘三种典型污染物的排放强度指标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出

口的环境效应进行考察。 为了有效缓解样本选择偏差和内生性问题， 本文采用结合

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法。 研究表明： 中国企业出口显著降低了企业污染排放强

度； 用出口密度近似贸易方式后， 一般贸易具有显著的出口环境效应， 加工贸易则

并不明显。 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 通过促进绿色技术进步和减排设备投资是企业

出口降低污染排放强度的重要机制。 本文为既有出口贸易与环境的研究增添了来自

新兴发展中大国难得的直接微观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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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出口贸易究竟如何影响环境是备受学术界和政策当局关注的议题。 自改革开放

以来， 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大幅推进， 中国的生态环境特别是水和大气环境日益恶

化； 与此同时， 中国出口贸易快速扩张， 截至 ２０１８ 年已连续十年成为世界第一大

出口国。 在此背景下， 中国出口贸易的环境污染问题受到愈来愈多的关注。 早期宏

观层面的研究主要基于 Ｃｏｐｅｌａｎｄ 和 Ｔａｙｌｏｒ 的新古典比较优势分解框架围绕 “污染

天堂假说”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Ｈａｖｅｎ 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ＰＨＨ） 展开讨论。 部分学者认为， 中国出

口贸易对环境不一定有害， 这是因为出口会产生显著的技术效应， 促进绿色技术进

步 （张友国， ２００９［１］； 何洁， ２０１０［ ２ ］）。 然而， 正如 Ｂａｒｒｏｗｓ 和 Ｏｌｌｉｖｉｅｒ （２０１６） ［３］、
Ｃｈｅｒｎｉｗｃｈａｎ （２０１７） ［４］指出的， 宏观层面关于出口贸易与环境问题的分析往往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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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观企业行为的基础上， 例如现实中技术改造升级的实施主体是企业。 因此， 微

观企业的污染排放行为如何对其出口做出反应是评估中国出口贸易环境效应不可回

避的问题， 对于中国在构筑绿色发展道路上能否实现对外出口扩张与对内污染防治

双赢局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的兴起使得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之间的绩效差异成为近

二十年来企业层面国际贸易研究的中心命题。 理论上， 出口企业相比于非出口企业

在生产率、 规模等诸多方面具有更好的绩效表现是异质性企业贸易经典理论模型的

重要特征； 实证中， 随着微观数据的可得， 这也得到了广泛证实。 但这一命题在作

为世界最大出口国的中国受到了挑战。 部分研究发现， 中国存在出口企业生产率等

绩效低于非出口企业的 “悖论”， 并证实了加工贸易企业的大量存在是 “悖论” 产

生的关键原因 （李春顶， ２０１０［５］； 戴觅等， ２０１１［６］； Ｄａ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７］ ）①。 作为

世界加工厂， 中国加工贸易在出口贸易中占据 “半壁江山”。 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

主要利用国内廉价的资源要素从国外进口中间品进行简单的加工制造出口， 这使得出

口企业不一定具有较高的生产率等绩效表现 （李春顶， ２０１５［９］ ）。 那么与生产率类

似， 中国出口企业的环境绩效是否也存在低于非出口企业的现象？ 不同贸易方式企业

出口对其环境绩效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鉴于出口密度可以较好地衡量出口企业的不

同贸易方式 （李春顶， ２０１０； 范剑勇和冯猛， ２０１３［１０］）， 再加之戴觅等 （２０１１） 证实

了出口密度在 ９０％－１００％的出口企业与海关贸易数据库中的加工贸易企业之间具有很

强的相关性， 因此， 本文根据出口密度将出口企业划分为 ０－９０％和 ９０％－１００％两组，
并用第一组近似一般贸易企业， 第二组近似加工贸易企业， 以全面揭示中国企业出口

的环境效应， 为企业出口和环境的研究主题注入中国元素。
具体而言， 本文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相匹配，

构建了一个跨度 １９９８－２００７ 年包含企业详细生产和污染排放信息的微观数据集， 选取

了水污染的典型代表工业废水和大气污染的典型代表二氧化硫、 烟尘三种污染物的排

放强度指标。 现实中企业出口并非随机②， 为了有效缓解样本选择偏差和内生性问

题， 本文采用结合倾向得分匹配 （ＰＳＭ） 的双重差分法 （ＤＩＤ） 对企业出口与企业污

染排放强度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识别。 结果显示， 中国企业出口显著降低了企业污染

排放强度； 用出口密度近似贸易方式后， 一般贸易 （出口密度为 ０－９０％） 具有显著

的出口环境效应， 加工贸易 （出口密度为 ９０％－１００％） 则并不明显。 同时， 企业出

口的环境效应不仅随着企业出口持续期的增加呈现累积性特征， 而且对内资、 污染行

业、 东部地区企业的作用更大。 进一步的机制检验揭示出， 通过促进绿色技术进步和

减排设备投资是企业出口降低污染排放强度的重要机制。
与本文紧密相关的文献主要是在微观层面探讨企业出口对企业污染排放行为影

响的研究。 理论方面， 学者主要从企业绿色技术选择和减排设备投资两个视角对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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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国企业出口是否存在 “悖论” 仍有争论， 有学者的研究认为该 “悖论” 并不存在， 如邱斌等 （２０１２）［８］。
一方面国际市场更高的环保标准可能会自动筛选具有更高环境绩效的企业进入出口市场， 另一方面企业

出口与企业污染排放强度还可能共同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后的逻辑链条进行阐释。 Ｃｕｉ 等 （２０１６） ［１１］ 将绿色技术选择和环境污染融入到

Ｍｅｌｉｔｚ 的异质性企业模型中， 得出只有生产率较高的出口企业会选择清洁生产的绿

色技术， 出口通过绿色技术进步降低了污染排放强度； Ｆｏｒａｌｉｄ 等 （２０１８） ［１２］ 则认

为企业内生的减排设备投资是出口企业具有较低污染排放强度的重要机制， 其逻辑

是企业减排设备投资依赖于生产规模， 出口带来的生产规模扩张分摊了减排设备投

资的固定成本， 因此， 出口企业会进行更多的减排设备投资。 这类文献为本文探讨

企业出口如何影响企业污染排放强度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实证方面， 如何有效识别企业出口对企业污染排放行为的影响并非易事， 需要

数据和识别方法的有机结合， 本文认为可能至少需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第一， 要有

企业污染排放数据； 第二， 要有连续且时间跨度较长的大样本微观数据， 以能够充

分捕捉企业出口前后污染排放行为的变动轨迹； 第三， 由于现实中企业出口并非随

机， 因此要有较好的识别方法或外部冲击获得企业出口与企业污染排放之间的因果关

系。 目前存在企业污染排放数据的主要是发达国家， 因此， 现有文献主要针对发达国

家 （特别是美国） 对制造业企业出口与企业污染排放强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有益探

索， 如 Ｃｕｉ 等 （２０１６）、 Ｃｕｉ 和 Ｑｉａｎ （２０１７） ［１３］、 Ｃｈｅｒｎｉｗｃｈａｎ （２０１７）。 但他们使用的

美国环境保护局 （ＥＰＡ） 发布的有毒化学物质排放清单 （Ｔｏｘｉｃ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ＴＲＩ）
或国家污染物排放清单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ＮＥＩ） 均不满足第二个条件， 前者

只记录了列于排放清单中的有毒物质排放量达到一定规模的企业， 样本量较小； 后者则

仅包含大气污染排放物， 每三年才发布一次， 在时间上并不连续。 同时实证分析中， 他

们主要比较了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污染排放强度之间的差异， 并未有效区分是企

业出口的 “自选择效应” 还是企业出口后的 “环境效应” 影响了企业污染排放强

度， 也就难以回答企业出口是否真的有助于企业减排， 不满足第三个条件①。
与发达国家明显不同， 一方面， 发展中国家是全球化过程中环境污染的主要承

担者， 其企业能否通过开拓海外市场改善国内环境质量对于建设公平正义、 合作共

赢、 清洁美丽的世界更为重要； 另一方面， 发展中国家企业出口主要面向发达国家

市场， 这些企业须与处于技术前沿的发达国家企业相竞争， 或使用最先进的技术生

产发达国家企业所需的产品， 因此企业出口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提升空间会更大

（Ｗａｇｎｅｒ， ２０１２［１４］）。 对于发展中国家， 现有学者主要采用能源消耗强度及其转换

而来的 ＣＯ２排放强度指标来近似代理企业环境绩效， 以此考察制造业出口企业与非

出口企业之间的环境绩效差异 （ Ｂａｒｒｏｗｓ ａｎｄ Ｏｌｌｉｖｉｅｒ， ２０１４［１５］； Ｒｏｙ ａｎｄ Ｙａｓａｒ，
２０１５［１６］； 刘啟仁和陈恬， ２０２０［１７］ ）， 但作为中间投入的能源消耗在生产过程中转

化为污染排放， 还与企业减排技术、 外部环境约束等其他因素息息相关。 本文以中

国为研究对象， 使用企业污染排放数据不仅可以较好地满足上述三个识别条件， 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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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Ｃｕｉ 和 Ｑｉａｎ （２０１７） 虽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为出口企业寻找了与之相匹配的非出口企业， 但由于

数据在时间上不连续 （间隔三年）， 没有进一步利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因果识别。 而 Ｃｈｅｒｎｉｗｃｈａｎ （２０１７） 虽

然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为外部冲击， 考察了墨西哥关税下降引致的美国出口市场扩张、 美国最终品关税下降

引致的进口竞争增加和美国中间品关税下降引致的美国进口中间品成本下降对美国企业颗粒物和二氧化硫排

放量的影响， 但并未专门探讨企业出口， 且样本量较少。



别出企业出口对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真实因果效应， 而且可以进一步为已有关于中

国不同贸易方式出口企业与非出口企业绩效差异的争论提供一个来自环境视角的新

解读。
本文试图在以下几个方面推进既有研究： 第一， 研究对象上， 以中国这一世界

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出口国为考察对象， 构建了一个跨度 １９９８－２００７ 年包

含企业详细生产和污染排放信息的独特微观数据集， 较为完整地给出了企业出口影

响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直接经验证据， 为出口贸易与环境的研究增添了来自新兴发

展中大国难得的微观证据。 第二， 研究内容上， 本文不仅在整体上考察了企业出口

的环境效应， 还根据出口密度将出口企业近似划分为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企业展开

讨论， 从环境新视角拓展了中国不同贸易方式出口企业绩效差异的已有研究。 第

三， 研究方法上， 采用结合 ＰＳＭ 的 ＤＩＤ 方法， 较好地处理和控制了企业出口非随

机引起的样本选择偏差和内生性问题， 有效识别了企业出口对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

因果效应， 得到的结论更具可信性。 第四， 机制检验上， 采用企业全域绿色技术变

化指数和绿色专利申请比重对企业绿色技术进步进行测算， 采用贴合理论和研究对

象特征的企业废水治理设施数和废气治理设施数对企业减排设备投资进行度量， 检

验了企业出口通过促进企业绿色技术进步和减排设备投资降低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

作用机制， 加深了企业出口与企业污染排放强度背后逻辑链条的认识。

一、 研究方法与数据

（一）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结合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法进行估计以缓解企业出口非随机可能

带来的选择性偏差和内生性问题。 具体而言， 根据研究目的和既有文献 （Ｄｅ Ｌｏ⁃
ｅｃｋｅｒ， ２００７［１８］）， 选取出口前一期的企业生产率、 年龄、 资本密集度、 杠杆率、
地区－行业专业化经济和多样化经济、 行业环境管制作为匹配变量， 并将企业前一

期的污染排放强度纳入到匹配变量中， 以确保处理组和对照组的初始污染排放强度

不存在系统性差异。 本文采用最邻近匹配原则逐年为每个处理组企业配对得到唯一

最相近的对照组企业。 在此基础上， 将实证 ＤＩＤ 模型设置为：
ｙｉｔ ＝ αｃ ＋ α·ｅｘｉｔ ＋ βｘ ＋ ｕｉ ＋ ｕｔ ＋ εｉｔ （１）

其中， ｙｉｔ 表示企业污染排放强度。 ｅｘｉｔ ＝ ｄｕｉ × ｄｔｉｔ 是核心变量， 若企业 ｉ 为首次

出口企业， ｄｕｉ 取值为 １， 否则为 ０； 企业 ｉ 首次出口之后的时期 ｄｔｉｔ 取值为 １， 否则

为 ０。 若 α ＜ ０， 则表明在企业出口之后， 处理组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下降幅度大

于对照组企业， 即企业出口有助于降低企业污染排放强度。 ｘ 表示控制变量集合。 ｕｉ

和 ｕｔ 分别表示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 αｃ 表示常数项。 εｉｔ 表示误差项。
（二） 指标测度与数据说明

１􀆰 指标测度

（１） 被解释变量： 企业污染排放强度。 根据中国现实中面临的严峻水污染和

大气污染， 并参考已有研究 （Ｊｉ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１ ９ ］）， 选取水污染的典型代表工业

废水和大气污染的典型代表二氧化硫、 烟尘三种污染物的排放强度指标来衡量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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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排放行为， 即分别用企业工业废水、 二氧化硫、 烟尘排放量与企业实际总产出

（以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平减） 的比值取对数来测算企业的工业废水排放强度

（ｗｗ）、 二氧化硫排放强度 （ ｓｏ２） 和烟尘排放强度 （ ｓｄ）。
（２） 控制变量。 企业层面包括： 生产率 （ ｔｆｐ）， 用劳均生产率即企业实际总产

出与从业人员数的比值取对数来衡量； 年龄 （ａｇｅ）， 用企业当年所处年份减去开

业年份加 １ 后取对数得到； 资本密集度 （ｋｌ）， 用企业实际固定资产净值 （以固定

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平减） 与从业人员数的比值取对数来测算； 杠杆率 （ ｌｅｖｅｒａｇｅ），
用企业负债占资产的比重来表示。 地区－行业或行业层面包括： 专业化经济 （ ｓｅ）
和多样化经济 （ｄｅ）， 前者用区位熵即本地区某行业就业人数占本地区就业的比例

与该行业全国就业人数占全国就业比例的比值取对数来测度， 后者用本地区其他行

业就业人数占本地区就业的比例与其他行业全国就业人数占全国就业比例的绝对值

偏差和的倒数取对数来衡量； 环境管制 （ ｅｒ）， 根据国家环保部制定的 《清洁生产

标准目录》， 若行业受到清洁生产标准管制， ｅｒ 取值为 １， 否则为 ０。
２􀆰 数据说明

本文主要使用两类大型微观数据： 一是企业污染排放数据， 来自 １９９８－２０１０ 年中

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 该数据是国家统计局所收集的被重点调查工业企业

（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占各地区排放总量 ８５％以上） 上报的原始数据， 每个企业包括法

人代码、 企业名称等基本信息以及详实的工业废水、 二氧化硫、 烟尘等各类污染物排

放指标， 由县级地方环保部门进行监测和不定期检查， 被认为是目前中国最全面、 最

可靠的企业层面污染排放数据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８［２０］ ）。 二是企业生产数据， 来自

１９９８—２０１３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由于工业企业数据存在诸多问题， 本文做了如

下处理： 第一， 对行业代码和地区行政代码进行统一。 行业代码以 ２００２ 年版本为基

准； 地区行政代码以 ２０１３ 年县级行政区划代码体系为基准。 第二， 参照 Ｂｒａｎｄｔ 等
（２０１２） ［２１］的方法， 将 １９９８—２０１３ 年 １６ 年的横截面数据合并成面板数据。

为了获得包含企业生产和污染排放信息的微观数据集， 本文借鉴苏丹妮

（２０２０） ［２２］、 邵朝对等 （２０２１） ［２３］的处理方法， 使用两个数据库中企业法人代码、 企

业名称的交叉信息进行匹配： 首先， 根据唯一的企业法人代码逐年匹配； 其次， 在此

基础上， 按照企业名称进行匹配。 需要说明的是： 第一， 为了连贯性， 在处理工业企

业数据时保留了 ２００９ 和 ２０１０ 年的数据， 但由于这两年数据质量较差， 实际运用中将

其剔除； 第二， 为了排除 ２００８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 将 ２００８ 年数据剔除。

二、 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 基准回归

１􀆰 整体视角

表 １ 中的第 （１） － （３） 列分别汇报了企业工业废水排放强度 （ｗｗ）、 二氧化

硫排放强度 （ ｓｏ２） 和烟尘排放强度 （ ｓｄ） 的估计结果。 结果显示， 关注的企业出

口 （ｅｘ） 对企业三种污染物排放强度的估计系数均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表明

处理组企业在出口之后其三种污染物排放强度相比于对照组企业均出现了明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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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 即中国企业出口能够显著降低企业污染排放强度， 与理论预期和发达国家的结

论相一致。 出口一方面会激励企业选择清洁生产的绿色技术， 促进企业绿色技术进

步 （Ｃｕ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另一方面带来的生产规模扩张能够分摊企业减排设备投资

的固定成本， 有助于企业进行更多的减排设备投资 （Ｆｏｒａｌｉｄ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８）， 从而降

低了企业污染排放强度。

表 １　 企业出口与污染排放强度的计量结果

变量

整体 不同出口密度

ｗｗ ｓｏ２ ｓｄ ｗｗ ｓｏ２ ｓｄ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ｅｘ －０􀆰 ０５８∗∗∗ －０􀆰 ０４２∗∗∗ －０􀆰 １０５∗∗∗

（－４􀆰 ４２） （－２􀆰 ８２） （－６􀆰 １９）

ｅｘ１ －０􀆰 ０６１∗∗∗ －０􀆰 ０４５∗∗∗ －０􀆰 １１１∗∗∗

（－４􀆰 ５５） （－２􀆰 ９８） （－６􀆰 ３７）

ｅｘ２
－０􀆰 ０２０ ０􀆰 ００２ －０􀆰 ０２６

（－０􀆰 ６０） （０􀆰 ０５） （－０􀆰 ５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 １４６ ０􀆰 １６０ ０􀆰 １５６ ０􀆰 １４６ ０􀆰 １６１ ０􀆰 １５６
Ｎ ６４ ８６６ ５６ ６４１ ５２ ４３２ ６４ ８６６ ５６ ６４１ ５２ ４３２

注： 表中圆括号内为聚类到企业层面标准误的 ｔ 统计量；∗、∗∗、∗∗∗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 １％水平上显著。 限
于篇幅未报告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 如有需要， 可登陆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期刊部网站 “刊文补充数据查
询” 栏目查阅、 下载， 以下各表同。

２􀆰 不同出口密度视角

中国出口贸易呈现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二元结构的典型特征， 而已有研究表明

大量加工贸易企业的存在是引起中国出口企业 “生产率悖论” 的关键原因， 这意

味着中国不同贸易方式企业出口对其环境绩效的影响亦可能存在较大差异。 为了对

此进行考察， 本部分根据出口密度将出口企业划分为 ０－９０％和 ９０％－１００％两组，
表 １ 中的第 （４） － （６） 列汇报了具体的估计结果。 从中可知， 在企业出口之后，
以出口密度 ０－９０％近似一般贸易的第一组出口企业 （ ｅｘ１） 工业废水排放强度、 二

氧化硫排放强度和烟尘排放强度的下降幅度均显著大于非出口企业， 而以出口密度

９０％－１００％近似加工贸易的第二组出口企业 （ ｅｘ２） 则不显著， 反映了中国不同贸

易方式企业出口对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呈现出异质性， 一般贸易具有显著的出

口环境效应， 加工贸易则并不明显。 原因可能在于， 加工贸易出口企业依附于国外

公司通过接受外来订单进行简单的加工出口， 出口学习效应较弱， 升级绿色技术和

投资减排设备的激励较小， 进而从出口中获取的环境收益不显著； 而一般贸易出口

企业需要自身依靠内生增长能力打入国际市场， 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出口学习

效应较强、 持续时间较长， 有更大的激励选择清洁生产的绿色技术和进行更多的减

排设备投资， 从而通过出口获得了环境绩效的显著提升。
（二） 动态效应检验

前文主要在平均意义上考察了企业出口的环境效应， 本部分将从时间维度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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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出口对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动态影响特征， 图 １ 展示了具体的动态估计结果。
结果显示， 不管对哪种企业污染排放物， 企业出口前四期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 表

明至少在企业出口前四期处理组即出口企业和对照组即非出口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

变动趋势较为一致， 本文所用匹配样本进行 ＤＩＤ 估计是较为有效的。 企业出口当

期对三种污染物排放强度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 意味着企业出口对企业污染排放强

度的降低作用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企业出口后四期的估计系数亦显著为负 （企
业出口第四期及其之后对 ｓｏ２的估计系数虽不显著， 但接近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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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企业出口动态效应的检验结果

　 　 注： 横轴数值从左到右分别表示企业出口前四期、 当期和后四期， 纵轴数值表示相应的估计系数值，
标签上的数值为其聚类到企业层面标准误的 ｔ 统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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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估计系数的绝对值在整体上呈现一定的上升趋势， 反映出企业出口对企业污染

排放强度的抑制效果具有一定的累积性特征， 即随着企业出口时期的推移， 企业从

出口中获得的环境收益逐步增加， 这与现有文献发现的 “出口中学” 的累积效应

较为一致。 随着企业出口持续期的增加， 企业对国际市场信息、 新技术标准、 跨国

运营管理的掌握愈来愈全面和熟练， 生产规模和收益与日俱增， 这会激励企业不断

升级清洁生产的绿色技术和进行减排设备投资以更好地达到国际市场的高环保标

准， 进而使污染排放强度不断降低。
（三） 异质性分析

１􀆰 企业所有制异质性

中国转型期的鲜明特征是多种所有制类型企业并存， 而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的

经营背景和商业环境差异明显， 此处将集中考察企业出口对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污

染排放强度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 由表 ２ 中的第 （１） － （６） 列可知， 企业出口

对内资和外资企业的工业废水排放强度、 二氧化硫排放强度和烟尘排放强度均表现

出一定的负向影响， 但对前者的影响更大。 对此可能的解释是， 外资企业不仅可以

通过出口渠道， 更为重要的是可以通过海外母公司接触到国际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

扩大生产规模和收益， 升级绿色技术和投资减排设备， 这使得外资企业从出口中汲

取的环境效应相比于内资企业要小。
２􀆰 行业污染密集度异质性

根据贸易的 “污染天堂假说”， 发展中国家由于较弱的环境管制在污染密集型

产品出口上具有比较优势， 如果该假说成立， 那么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出口在国际分

工体系中只是简单地承接了污染环节， 不仅可能不会产生显著的环境效应， 甚至会

造成环境污染。 表 ２ 中的第 （７） － （１２） 列汇报了企业出口对污染行业和清洁行

业两类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异质性估计结果。 结果表明， 不管是工业废水、 二氧化

硫还是烟尘， 企业出口对污染行业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降低作用均大于清洁行业，
这可能与 “污染天堂假说” 的预测并不一致， 意味着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企业

出口并未简单地沦为发达国家的 “污染避难所”， 而是具有显著的出口中学效应，
带来了环境绩效提升。

３􀆰 地理区位异质性

中国地域辽阔， 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条件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 为此，
表 ２ 中的第 （１３） － （１８） 列进一步探讨了企业出口对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企

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从中可知， 无论是显著性水平还是数值大

小， 企业出口对东部地区企业工业废水排放强度、 二氧化硫排放强度和烟尘排放

强度的降低作用均大于中西部地区。 原因可能在于相比于东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

对外开放程度较低、 起步较晚， 与国际市场的接轨程度较低， 出口配套设施和制

度建设相对落后， 企业获得的出口学习效应较弱， 从而企业出口的环境效应小于

东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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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异质性分析的计量结果

Ａ： 企业所有制异质性

变量

工业废水 二氧化硫 烟尘

内资 外资 内资 外资 内资 外资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ｅｘ
－０􀆰 ０７０∗∗∗ －０􀆰 ０２４ －０􀆰 ０５１∗∗∗ ０􀆰 ０１９ －０􀆰 １０９∗∗∗ －０􀆰 ０８９∗∗

（－４􀆰 ７４） （－０􀆰 ９０） （－３􀆰 ２０） （０􀆰 ４７） （－５􀆰 ８８） （－１􀆰 ９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 １４５ ０􀆰 １３９ ０􀆰 １６５ ０􀆰 ０９２ ０􀆰 １６１ ０􀆰 ０８９
Ｎ ５５ ４０１ ９ ４６５ ５０ １３９ ６ ５０２ ４６ ８０３ ５ ６２９

Ｂ： 行业污染密集度异质性

变量

工业废水 二氧化硫 烟尘

污染 清洁 污染 清洁 污染 清洁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ｅｘ －０􀆰 ０７０∗∗∗ －０􀆰 ０１９ －０􀆰 ０４１∗∗ －０􀆰 ０５６ －０􀆰 ０８８∗∗∗ －０􀆰 ０８０
（－３􀆰 ８９） （－０􀆰 ５８） （－２􀆰 ２２） （－１􀆰 １４） （－４􀆰 ０８） （－１􀆰 ５３）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 １２２ ０􀆰 １５６ ０􀆰 １３７ ０􀆰 １７１ ０􀆰 １３１ ０􀆰 １７２
Ｎ ３６ １９５ ９ ３９３ ３６ ００２ ５ ５７２ ３３ ２６６ ５ ３３１

Ｃ： 地理区位异质性

变量

工业废水 二氧化硫 烟尘

东部 中西部 东部 中西部 东部 中西部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ｅｘ －０􀆰 ０７７∗∗∗ －０􀆰 ０２２ －０􀆰 ０６２∗∗∗ －０􀆰 ０１５ －０􀆰 １４０∗∗∗ －０􀆰 ０６６∗∗

（－４􀆰 ９０） （－０􀆰 ９４） （－３􀆰 ３９） （－０􀆰 ６２） （－６􀆰 ７４） （－２􀆰 ２８）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 １４２ ０􀆰 １５３ ０􀆰 １８２ ０􀆰 １４２ ０􀆰 １７３ ０􀆰 １４３
Ｎ ３８ ８４８ ２６ ０１８ ３１ ６４０ ２５ ００１ ２９ ４０９ ２３ ０２３

（四） 稳健性检验

１􀆰 识别假定的进一步检验

（１） 安慰剂检验。 为了有效排除企业出口的环境效应可能受遗漏变量的影响，
此处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进行安慰剂检验。 首先， 分别在企业三种污染排放物样本

中进行 ５００ 次随机抽样， 每次随机抽取与原处理组样本量相同的企业数， 并将抽取

的企业作为虚假处理组， 其余企业为虚假对照组； 其次， 对随机抽取得到的样本进

行估计； 最后， 将 ５００ 个 ｅｘ 的估计系数做成核密度图。 图 ２ 结果显示， 不管是何

种企业污染排放物， 随机分配的估计系数均集中在零附近， 明显偏离了表 １ 中的基

准估计系数， 意味着本文企业出口对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降低作用可能并不受遗漏

变量的较大干扰， 表 １ 的基本结论确实是由企业出口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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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安慰剂检验的核密度图

（２） 选择偏误检验。 如果本文结合 ＰＳＭ 的 ＤＩＤ 方法较为有效地处理了依可测变

量和不随时间变化的不可测因素的选择偏差， 那么在控制依可测变量和相关固定效应

后， 企业期初的污染排放强度对企业之后是否出口不应有显著的影响。 由表 ３ 可知， 结

果与预期相一致， 进一步佐证了本文估计结果可能并不存在较为明显的选择偏误问题。

表 ３　 选择偏误检验的计量结果

变量
ｄｕ ｄｕ ｄｕ
（１） （２） （３）

ｗｗ
－０􀆰 ００３

（－１􀆰 ０４）

ｓｏ２
－０􀆰 ００４

（－１􀆰 １６）

ｓｄ
－０􀆰 ００３

（－１􀆰 ０７）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行业 是 是 是

Ｒ２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
Ｎ １０ ６２９ ９ ２６５ ８ ５９６

注： 由于是截面数据回归， 此处控制行业固定效应。

２􀆰 匹配方法检验

由于核匹配可以充分利用对照组企业的信息， 我们也采用核匹配法分年度进行

匹配； 同时使用另一种较为常用的马氏距离匹配法逐年匹配。 表 ４ 中的估计结果显

示， 此时企业出口仍具有显著的环境效应， 根据出口密度近似贸易方式分组后的估

计结果亦与基准回归结果相一致。
３􀆰 工具变量法检验

针对内生性问题， 本文进一步以中国加入 ＷＴＯ 之后美国对中国关税不确定性

降低这一外生冲击作为企业出口的工具变量进行稳健性分析。 具体而言， 首先利用

入世前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征收的 “非正常贸易关系关税” 与 “最惠国关税” 的

差异信息来构造行业层面的关税不确定性指标 （ＮＴＲｇａｐ）。 借鉴 Ｐｉｅｒｃｅ 和 Ｓｃｈｏｔｔ
（２０１６） ［２４］的做法， 用非正常贸易关系关税率与最惠国关税率的差额来计算 １９９９ 年

产品层面的关税不确定性指标， 在此基础上对每个四分位行业内产品层面的关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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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指标进行简单平均获得 １９９９ 年行业层面的关税不确定指标 （ＮＴＲｇａｐ１９９９）。
然后将 ＮＴＲｇａｐ１９９９ 与中国加入 ＷＴＯ 前后的虚拟变量 （ｐｏｓｔ２００２） 形成交互项作为

企业出口的工具变量。 表 ５ 中的结果表明， 采用工具变量法控制可能的内生性后，
关注的 ｅｘ 对企业三种污染物排放强度的估计系数仍显著为负①。

表 ４　 匹配方法检验的计量结果

变量

核匹配 马氏距离匹配

ｗｗ ｓｏ２ ｓｄ ｗｗ ｓｏ２ ｓｄ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Ａ： 整体

ｅｘ 　 －０􀆰 ０５８∗∗∗ 　 －０􀆰 ０３９∗∗∗ 　 －０􀆰 １０７∗∗∗ 　 －０􀆰 ０５１∗∗∗ 　 －０􀆰 ０４５∗∗∗ 　 －０􀆰 １０３∗∗∗

（－４􀆰 ４２） （－２􀆰 ６４） （－６􀆰 ２３） （－３􀆰 ９１） （－３􀆰 ０８） （－６􀆰 ０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 １４７ ０􀆰 １５６ ０􀆰 １５４ ０􀆰 １４７ ０􀆰 １５５ ０􀆰 １５１
Ｎ １６８ ０１７ １７０ ０４３ １５３ １７１ ６５ ５６１ ５６ ９１４ ５２ ８９０

Ｂ： 不同出口密度

ｅｘ１ 　 －０􀆰 ０６２∗∗∗ 　 －０􀆰 ０４３∗∗∗ 　 －０􀆰 １１２∗∗∗ 　 －０􀆰 ０５５∗∗∗ 　 －０􀆰 ０４９∗∗∗ 　 －０􀆰 １０９∗∗∗

（－４􀆰 ６１） （－２􀆰 ８２） （－６􀆰 ３６） （－４􀆰 ０５） （－３􀆰 ２４） （－６􀆰 ２２）

ｅｘ２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５ －０􀆰 ０４３ －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２ －０􀆰 ０２４

（－０􀆰 ４７） （０􀆰 １２） （－０􀆰 ８６） （－０􀆰 ４６） （－０􀆰 ０４） （－０􀆰 ４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 １４７ ０􀆰 １５６ ０􀆰 １５４ ０􀆰 １４７ ０􀆰 １５５ ０􀆰 １５１
Ｎ １６８ ０１７ １７０ ０４３ １５３ １７１ ６５ ５６１ ５６ ９１４ ５２ ８９０

表 ５　 工具变量检验的计量结果

变量
ｗｗ ｓｏ２ ｓｄ
（１） （２） （３）

ｅｘ －２􀆰 ９６１∗∗∗ －３􀆰 ２６４∗∗∗ －５􀆰 ６５６∗∗∗

（－３􀆰 ７０） （－５􀆰 ２１） （－６􀆰 ０５）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企业 是 是 是

年份 是 是 是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ｒｋ ＬＭ 统计量

１０􀆰 １４１∗∗∗ １２􀆰 ３５８∗∗∗ １１􀆰 １３４∗∗∗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Ｗａｌｄｒｋ Ｆ 统计量

２０􀆰 １４１ ２２􀆰 ３５９ ２１􀆰 １３４
｛１６􀆰 ３８｝ ｛１６􀆰 ３８｝ ｛１６􀆰 ３８｝

Ｒ２ ０􀆰 ０６６ ０􀆰 ０８５ ０􀆰 ０７２
Ｎ １７０ ７３５ １６０ ２２２ １４６ ９１０

注：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 统计量中花括号内的数值为 Ｓｔｏｃｋ－Ｙｏｇｏ 检验 １０％水平上的临界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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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作用机制检验

本文的一个主要发现是中国企业出口有助于降低污染排放强度， 那么随之而来

的一个关键问题是， 为何企业出口能够降低污染排放强度？ 既有理论研究表明， 一

方面， 出口会激励企业选择清洁生产的绿色技术， 促进企业绿色技术进步 （Ｃｕ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另一方面， 出口带来的生产规模扩张能够分摊企业减排设备投资的固

定成本， 有助于企业进行更多的减排设备投资 （Ｆｏｒａｌｉｄ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８）。 有鉴于此，
本部分将通过引入 “企业绿色技术进步” 和 “企业减排设备投资” 两个中间变量

来考察中国企业出口降低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可能传导机制。
（一） 中间变量测度： 企业绿色技术进步和企业减排设备投资

１􀆰 企业绿色技术进步

首先， 本文依托包含丰富企业层面要素投入、 能源投入以及期望产出、 非期望

产出等信息的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与工业企业匹配数据， 结合基于松弛测度的方

向性距离函数 （ＳＢＭ－ＤＤＦ） 和全域 Ｍａｌｍｑｕｉｓｔ－Ｌｕｅｎｂｅｒｇｅｒ （ＧＭＬ） 指数构造全域绿

色技术变化指数 （ｇｔ） 来度量企业绿色技术进步。 ｇｔ 大于 １、 等于 １ 和小于 １ 分别

表示从第 ｔ 期到第 ｔ＋１ 期企业绿色技术进步、 不变和退步。 其次， 本文基于中国工

业企业污染排放、 工业企业和专利匹配数据， 采用企业绿色专利申请比重 （ｇｐｒ）
对企业绿色技术进步进行测算。 其中， 绿色专利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ＷＩＰＯ）
公布的 “国际专利分类绿色清单” 进行识别。

２􀆰 企业减排设备投资

在 Ｆｏｒａｌｉｄ 等 （２０１８） 的理论模型中， 企业的减排设备投资是一种固定资本。
根据考察对象和数据的可得性， 本文分别采用企业废水治理设施数的对数值 （ａｗ）
和废气治理设施数的对数值 （ａｇ） 来衡量企业用于减少工业废水排放以及二氧化

硫和烟尘排放的固定设备投资， 企业拥有的污染处理设施数越多， 表明企业用于减

排的固定设备投资越多。
（二） 模型设定与计量结果

现有研究中检验作用机制较为常用的一种方法是， 第一步检验核心变量对中间

变量是否起作用， 第二步纳入中间变量与核心变量的交互项检验核心变量的作用机

制 （邵朝对和苏丹妮， ２０１９［２５］）。 本文将借鉴这一方法对企业出口通过企业绿色技

术进步和减排设备投资影响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潜在作用机制进行检验。
１􀆰 企业出口与企业绿色技术进步和减排设备投资

第一步， 采用如下计量模型检验企业出口是否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进步和减排

设备投资：
ｇｔｅｃｈｉｔ ＝ αｃ ＋ α·ｅｘｉｔ ＋ βｘ ＋ ｕｉ ＋ ｕｔ ＋ εｉｔ （２）
ａｂａｔｅｉｔ ＝ αｃ ＋ α·ｅｘｉｔ ＋ βｘ ＋ ｕｉ ＋ ｕｔ ＋ εｉｔ （３）

其中， ｇｔｅｃｈｉｔ 表示企业绿色技术进步， 用企业全域绿色技术变化指数 （ｇｔ） 和

企业绿色专利申请比重 （ｇｐｒ） 来测度； ａｂａｔｅｉｔ 表示企业减排设备投资， 用企业废水

治理设施数的对数值 （ａｗ） 或废气治理设施数的对数值 （ａｇ） 来衡量； α是本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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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的核心变量估计系数， 若显著为正， 则说明企业出口促进了企业绿色技术进步

和减排设备投资。
表 ６ 中的 Ａ 部分报告了整体的第一步检验结果。 从中可知， 在工业废水、 二

氧化硫和烟尘三个匹配样本中， 关注的 ｅｘ 对衡量企业绿色技术进步的 ｇｔ 和 ｇｐｒ 以
及对衡量企业减排设备投资的 ａｗ 或 ａｇ 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 反映出企业出口

对企业绿色技术进步和减排设备投资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与理论预期相吻合。
根据出口密度分组的第一步检验结果列于表 ６ 中的 Ｂ 部分。 结果显示， 在企业出

口之后， 以出口密度 ０－９０％近似一般贸易的第一组出口企业 （ ｅｘ１） 绿色技术进步

和减排设备投资的增长幅度显著大于非出口企业， 以出口密度 ９０％－１００％近似加

工贸易的第二组出口企业 （ｅｘ２） 则不显著， 反映出中国不同贸易方式企业出口对

企业绿色技术进步和减排设备投资的影响呈现异质性， 一般贸易具有显著的绿色技

术进步和减排设备投资促进效应， 加工贸易则并不明显。

表 ６　 作用机制的第一步检验结果

变量

工业废水 二氧化硫 烟尘

绿色技术
进步

减排设备
投资

绿色技术
进步

减排设备
投资

绿色技术
进步

减排设备
投资

ｇｔ ｇｐｒ ａｗ ｇｔ ｇｐｒ ａｇ ｇｔ ｇｐｒ ａｇ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Ａ： 整体

ｅｘ 　 ０􀆰 ０４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８∗∗∗ 　 ０􀆰 ０４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４∗∗ 　 ０􀆰 ０４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４∗

（２􀆰 １１） （１􀆰 ８５） （３􀆰 ３９） （１􀆰 ９３） （１􀆰 ７９） （２􀆰 ０４） （１􀆰 ９５） （１􀆰 ８１） （１􀆰 ９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５
Ｎ ３７ ８３４ ６６ ８６１ ４５ ３８３ ３３ ７５３ ５９ ０５３ ４５ ５１６ ３２ １１７ ５５ ５３３ ４３ １６３

Ｂ： 不同出口密度

ｅｘ１ 　 ０􀆰 ０４５∗∗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９∗∗∗ 　 ０􀆰 ０４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６∗∗ 　 ０􀆰 ０４２∗ 　 ０􀆰 ００１∗ ∗ 　 ０􀆰 ０１５∗∗

（２􀆰 ２４） （１􀆰 ９０） （３􀆰 ５１） （１􀆰 ９５） （１􀆰 ９３） （２􀆰 ２３） （１􀆰 ９５） （１􀆰 ９８） （２􀆰 １１）

ｅｘ２
－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７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９ ０􀆰 ００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１１

（－０􀆰 ２０） （０􀆰 ８９） （１􀆰 ２９） （０􀆰 ２３） （０􀆰 ４９） （０􀆰 ５０） （０􀆰 １１） （０􀆰 ５０） （０􀆰 ５６）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０ ０􀆰 ０１１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５
Ｎ ３７ ８３４ ６６ ８６１ ４５ ３８３ ３３ ７５３ ５９ ０５３ ４５ ５１６ ３２ １１７ ５５ ５３３ ４３ １６３

２􀆰 企业出口影响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作用机制

在第一步检验的基础上， 第二步构建如下计量模型检验企业出口通过企业绿色

技术进步和减排设备投资影响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作用机制：
ｙｉｔ ＝ αｃ ＋ α１ｅｘｉｔ × ｇｔｅｃｈｉｔ ＋ α２ｇｔｅｃｈｉｔ ＋ βｘ ＋ ｕｉ ＋ ｕｔ ＋ εｉｔ （４）
ｙｉｔ ＝ αｃ ＋ α１ｅｘｉｔ × ａｂａｔｅｉｔ ＋ α２ａｂａｔｅｉｔ ＋ βｘ ＋ ｕｉ ＋ ｕｔ ＋ εｉｔ （５）

其中， ｅｘｉｔ × ｇｔｅｃｈｉｔ 和 ｅｘｉｔ × ａｂａｔｅｉｔ 分别表示企业出口与企业绿色技术进步和企业

减排设备投资的交互项， 是本部分关注的核心变量。 若 ｇｔｅｃｈｉｔ 和 ａｂａｔｅｉｔ 的估计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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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２ 以及 ｅｘｉｔ × ｇｔｅｃｈｉｔ 和 ｅｘｉｔ × ａｂａｔｅｉｔ 的估计系数 α１ 均显著为负， 则表明企业出口会强

化企业绿色技术进步和减排设备投资对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降低作用。
企业绿色技术进步和减排设备投资两个作用机制的整体第二步检验结果列于表

７ 中的 Ａ 部分。 从中可以看到， 用 ｇｔ 和 ｇｐｒ 测度的企业绿色技术进步以及用 ａｗ 或

ａｇ 衡量的企业减排设备投资对企业三种污染物排放强度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ｇｐｒ 对企业烟尘排放强度的估计系数虽不显著， 但接近于 １０％的显著性水平）， 关

注的企业出口与企业绿色技术进步和企业减排设备投资交互项的估计系数亦均显著

为负， 这些说明企业出口会强化企业绿色技术进步和减排设备投资对企业三种污染

物排放强度的降低作用。 表 ７ 中的 Ｂ 部分进一步根据出口密度分组后的第二步检

验结果显示， 第一组一般贸易企业出口能够显著强化企业绿色技术进步和减排设备

投资对企业三种污染物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 第二组加工贸易企业出口则对企业绿

色技术进步和减排设备投资带来的环境效应无明显影响。
结合第一和第二步的检验结果可得， 通过促进企业绿色技术进步和减排设备投

资是企业出口降低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重要作用机制， 较好地验证了既有关于企业

出口环境效应的理论框架。 同时， 理论研究提供的绿色技术进步和减排设备投资亦

是理解中国特殊贸易体制下不同贸易方式出口环境效应路径分化的重要机制。

表 ７　 作用机制的第二步检验结果

变量

工业废水 二氧化硫 烟尘

绿色技术
进步

减排设备
投资

绿色技术
进步

减排设备
投资

绿色技术
进步

减排设备
投资

ｇｔ ｇｐｒ ａｗ ｇｔ ｇｐｒ ａｇ ｇｔ ｇｐｒ ａｇ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Ａ： 整体

ｅｘ×Ｉｎｔｅｒ 　 －０􀆰 ０２０∗∗　 －０􀆰 ６６６∗∗∗　 －０􀆰 ０６４∗∗∗　 －０􀆰 ０２１∗∗ 　 －０􀆰 ６４４∗∗ 　 －０􀆰 ０２７∗∗　 －０􀆰 ０３８∗∗∗　 －０􀆰 ６７０∗∗　 －０􀆰 ０７５∗∗∗

（－２􀆰 ４９） （－４􀆰 ４０） （－２􀆰 ９９） （－２􀆰 １０） （－２􀆰 ２５） （－１􀆰 ９７） （－２􀆰 ８７） （－２􀆰 ２１） （－４􀆰 ５５）

Ｉｎｔｅｒ －０􀆰 ００５∗∗ －０􀆰 ２０２∗ －０􀆰 ０７６∗∗∗ －０􀆰 ０１７∗∗ －０􀆰 ４７１∗∗ －０􀆰 １５０∗∗∗ －０􀆰 ０３４∗∗∗ －０􀆰 ３４５ －０􀆰 １７９∗∗∗

（－２􀆰 ２１） （－１􀆰 ７３） （－３􀆰 ０５） （－２􀆰 ０４） （－２􀆰 ２７） （－８􀆰 ０３） （－３􀆰 ０２） （－１􀆰 ６３） （－８􀆰 １４）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 １２６ ０􀆰 １４５ ０􀆰 １４８ ０􀆰 １４５ ０􀆰 １６０ ０􀆰 １７５ ０􀆰 １３１ ０􀆰 １５５ ０􀆰 １６４
Ｎ ３６ ７９５ ６４ ８６６ ４４ ８３７ ３２ ４２２ ５６ ６４１ ４５ １０２ ３０ ３７３ ５２ ４３２ ４２ ３３５

Ｂ： 不同出口密度

ｅｘ１×Ｉｎｔｅｒ 　 －０􀆰 ０２１∗∗　 －０􀆰 ６８５∗∗∗　 －０􀆰 ０７１∗∗∗　 －０􀆰 ０２２∗∗ 　 －０􀆰 ６４７∗∗ 　 －０􀆰 ０２８∗∗　 －０􀆰 ０４０∗∗∗　 －０􀆰 ７０７∗∗　 －０􀆰 ０７５∗∗∗

（－２􀆰 ５４） （－４􀆰 ４７） （－３􀆰 ３０） （－２􀆰 １８） （－２􀆰 ３１） （－２􀆰 ０２） （－２􀆰 ９６） （－２􀆰 ３４） （－４􀆰 ５６）

ｅｘ２×Ｉｎｔｅｒ ０􀆰 ００１ ０􀆰 ０７６ ０􀆰 １２５ －０􀆰 ００２ －０􀆰 ４８７ 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０ ０􀆰 １７５ －０􀆰 ０５８
（０􀆰 ０４） （０􀆰 １５） （１􀆰 ２４） （－０􀆰 ０５） （－０􀆰 ４８） （０􀆰 １０） （０􀆰 ２１） （０􀆰 １６） （－０􀆰 ７８）

Ｉｎｔｅｒ －０􀆰 ００５∗∗ －０􀆰 ２０２∗ －０􀆰 ０７４∗∗∗ －０􀆰 ０１７∗∗ －０􀆰 ４７６∗∗ －０􀆰 １４９∗∗∗ －０􀆰 ０３４∗∗∗ －０􀆰 ３４１ －０􀆰 １７８∗∗∗

（－２􀆰 １８） （－１􀆰 ７２） （－２􀆰 ９８） （－２􀆰 ０６） （－２􀆰 ３０） （－８􀆰 ０１） （－３􀆰 ０４） （－１􀆰 ６１） （－８􀆰 １２）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企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Ｒ２ ０􀆰 １２６ ０􀆰 １４５ ０􀆰 １４８ ０􀆰 １４５ ０􀆰 １６０ ０􀆰 １７５ ０􀆰 １３１ ０􀆰 １５５ ０􀆰 １６４
Ｎ ３６ ７９５ ６４ ８６６ ４４ ８３７ ３２ ４２２ ５６ ６４１ ４５ １０２ ３０ ３７３ ５２ ４３２ ４２ ３３５

注： 各列 Ｉｎｔｅｒ 从左到右依次为 ｇｔ、 ｇｐｒ、 ａｗ、 ｇｔ、 ｇｐｒ、 ａｇ、 ｇｔ、 ｇｐｒ 和 ａ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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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主要结论

出口贸易的环境影响一直以来是国际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领域富有争议的热点

话题， 而微观企业的出口反应是理解这一争论话题的关键突破口。 但受限于数据和

识别方法， 既有关于企业出口对环境影响的研究尚缺乏严谨的因果识别和发展中国

家的直接证据。 本文以中国这一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出口国为考察对

象， 首次利用 １９９８－２００７ 年中国微观企业污染排放和工业企业的匹配数据， 选取

水污染的典型代表工业废水和大气污染的典型代表二氧化硫、 烟尘三种污染物的排

放强度指标。 为了有效缓解样本选择偏差和内生性问题， 本文首先采用倾向得分匹

配为处理组即出口企业寻找最合适对照组即非出口企业， 在此基础上构造双重差分

模型识别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对企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因果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 中国企业出口显著降低了企业污染排放强度； 第二， 以

出口密度 ０－９０％近似的一般贸易企业在出口后污染排放强度的下降幅度显著大于

非出口企业， 以出口密度 ９０％－１００％近似的加工贸易企业则不显著； 第三， 企业

出口对污染排放强度的抑制作用不仅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而且呈现出一定的累积

性特征； 第四， 企业出口的环境效应因不同企业、 行业、 地区特征而异， 其中对内

资、 污染行业和东部地区企业的作用更大； 第五， 通过促进企业绿色技术进步和减

排设备投资是企业出口降低污染排放强度的重要机制。
总体而言， 本文研究为既有关于出口贸易与环境的文献增添了来自新兴发展中

大国难得的微观证据， 这对于今后中国通过扩大出口和优化出口贸易方式以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具有较强的政策含义。 第一， 面临经济全球化新形势， 应继续推进对

外开放进程， 实施更加主动的出口战略， 充分利用 “一带一路” 等构筑的区域合

作平台， 鼓励企业更高程度、 更高水平的参与全球化。 第二， 应改变企业出口策

略， 逐步消除低端加工补贴， 鼓励企业由加工出口转向一般出口， 优化企业出口贸

易方式。 第三， 本文另一个主要发现是企业出口通过促进绿色技术进步和减排设备

投资来降低污染排放强度， 为此可以增强上游减排设备供应的多元化和质量， 扩大

出口企业对减排设备的挑选空间， 更好地为出口企业进行绿色升级创造条件； 可以

加强对出口企业的研发投入支持， 增强出口企业的研发能力， 鼓励和引导出口企业

进行绿色技术创新， 提高出口企业绿色技术水平； 可以构建企业资源共享网络， 鼓

励企业间绿色技术交流和减排设备共享， 促进企业绿色技术进步和减排设备升级，
从而获取更多的环境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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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６， １２１： １７７－１８９􀆰
［８］ 邱斌， 刘修岩， 赵伟 􀆰 出口学习抑或自选择： 基于中国制造业微观企业的倍差匹配检验 ［ Ｊ］ ． 世界经

济， ２０１２ （４）： ２３－４０􀆰
［９］ 李春顶 􀆰 中国企业 “出口－生产率悖论” 研究综述 ［Ｊ］ ． 世界经济， ２０１５ （５）： １４８－１７５􀆰
［１０］ 范剑勇， 冯猛 􀆰 中国制造业出口企业生产率悖论之谜： 基于出口密度差别上的检验 ［ Ｊ］ ． 管理世界，

２０１３ （８）： １６－２９􀆰
［１１］ ＣＵＩ Ｊ Ｂ， ＬＡＰＡＮ Ｈ， ＭＯＳＣＨＩＮＩ Ｇ 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Ｅｘｐｏｒｔ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ｉｒ Ｐｏｌｌｕｔａ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６， ９８ （２）： ４４７－４６７􀆰
［１２］ ＦＯＲＳＬＩＤ Ｒ， ＯＫＵＢＯ Ｔ， ＵＩＩＴＶＥＩＴ－ＭＯＥ Ｋ Ｈ􀆰 Ｗｈｙ Ａｒｅ Ｆｉｒｍｓ Ｔｈａｔ Ｅｘｐｏｒｔ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ｂａｔ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１８， ９１：
１６６－１８３􀆰

［１３］ ＣＵＩ Ｊ Ｂ， ＱＩＡＮ Ｈ􀆰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ｏｎ Ｆａｃｉｌｉｔ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Ａｐ⁃
ｐｒｏａｃｈ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１７， ２６ （７）： ７５９－７７６􀆰

［１４］ ＷＡＧＮＥＲ 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Ｆｉｒｍ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 Ｓｕｒｖｅｙ ｏｆ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ｓｉｎｃｅ ２００６ ［Ｊ］ ．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Ｗｏｒｌ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２， １４８： ２３５－２６７􀆰

［１５］ ＢＡＲＲＯＷＳ Ｇ， ＯＬＬＩＶＩＥＲ Ｈ􀆰 Ｄｏｅｓ Ｔｒａｄｅ Ｍａｋｅ Ｆｉｒｍｓ Ｃｌｅａｎｅｒ？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Ｉｎｄｉａｎ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Ｒ］． ＪＯＢ ＭＡＲＫＥＴ ＰＡＰＥＲ， ２０１４􀆰

［１６］ ＲＯＹ Ｊ， ＹＡＳＡＲ Ｍ􀆰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ｇ：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Ｆｉｒｍ－ｌｅｖｅｌ Ｄａｔａ ［Ｊ］ ． Ｅｎｅｒｇ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５， ５２： １２７－１３５􀆰

［１７］ 刘啟仁， 陈恬 􀆰 出口行为如何影响企业环境绩效 ［Ｊ］ ． 中国工业经济， ２０２０ （１）： ９９－１１７􀆰
［１８］ ＤＥ ＬＯＥＣＫＥＲ Ｊ􀆰 Ｄｏ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Ｇｅｎｅｒａｔ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Ｓｌｏｖｅｎｉａ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７， ７３ （１）： ６９－９８􀆰
［１９］ ＪＩＡＮＧ Ｌ， ＬＩＮ Ｃ， ＬＩＮ Ｐ􀆰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ｎｔｓ ｏｆ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 Ｆｉｒｍ－ｌｅｖｅ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４， ４２： １１８－１４２􀆰
［２０］ ＺＨＡＮＧ Ｂ， ＣＨＥＮ Ｘ Ｌ， ＧＵＯ Ｈ Ｘ􀆰 Ｄｏｅ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Ｌｏ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 Ｑｕａ⁃

ｓｉ－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８， １６４： ７０－９０􀆰
［２１］ ＢＲＡＮＤＴ Ｌ， ＶＡＮ ＢＩＥＳＥＢＲＯＥＣＫ Ｊ， ＺＨＡＮＧ Ｙ Ｆ􀆰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ｏｒ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Ｆｉｒｍ－Ｌｅｖｅ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２， ９７ （ ２ ）：
３３９－３５１􀆰

［２２］ 苏丹妮 􀆰 全球价值链嵌入如何影响中国企业环境绩效 ［Ｊ］ ． 南开经济研究， ２０２０ （５）： ６６－８６􀆰
［２３］ 邵朝对， 苏丹妮， 杨琦 􀆰 外资进入对东道国本土企业的环境效应： 来自中国的证据 ［ Ｊ］ ． 世界经济，

２０２１ （３）： ３２－６０􀆰
［２４］ ＰＩＥＲＣＥ Ｊ Ｒ， ＳＣＨＯＴＴ Ｐ Ｋ􀆰 Ｔｈｅ Ｓｕｒｐｒｉｓｉｎｇｌｙ Ｓｗｉｆｔ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Ｕ􀆰 Ｓ􀆰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Ｊ］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６， １０６ （７）： １６３２－１６６２􀆰
［２５］ 邵朝对， 苏丹妮 􀆰 产业集聚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 ＧＶＣ 升级的本地化路径 ［ Ｊ］ ． 管理世界， ２０１９

（８）： ９－２９􀆰

（责任编辑　 于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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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ｘｐｏｒｔ􀆳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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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Ｕ Ｄａｎｎｉ　 ＳＨＥＮＧ Ｂ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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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ｆｉｒｍ ｅｘｐｏｒｔ．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ｏｖｅｒ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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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ｐｅｎｓｉｔｙ ｓｃｏｒｅ ｍａｔｃｈ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ｆｉｒｍ ｅｘｐｏｒｔ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ａｆｔｅｒ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ｘｐｏｒｔ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ｔｏ ａｐｐｒｏｘｉｍａｔ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ｅ ｍｏｄｅ， ｉｔ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ｅ 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ｔｒａｄｅ ｈａｓ ａｎ ｏｂｖｉｏｕｓ ｅｘｐｏｒｔ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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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ａｂａｔｅｍｅｎ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ｆｏｒ ｆｉｒｍ ｅｘｐｏｒｔ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ｄｄｓ ｒａｒｅ ｍｉｃｒｏ⁃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ｌａｒｇ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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